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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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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农业形成的重要时期，农作物在史前时期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品种，

随着种植技术的提高和经验的不断总结，作物的分布地域和内部组合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在

秦汉时期形成基本稳定的区域特点，成为传统农业中粮食生产的基础。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

为我们探讨这一过程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通过对先秦两汉主要粮食作物品种的时空分布、

地位和组合情况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传统农业的形成过程。

一　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的发现

先秦两汉时期种植的粮食作物很多，根据文献常见的谷物名称以及传统上对历史时期粮

食的认识，我确定粟、黍、稻、麦、豆、麻、高粱七种最主要的作物加以考察，其他如小豆、薏米、荞

麦、稗子等，对农业社会的影响力远没有七种作物大，又由于受发现情况的制约，在此不作主要

研究对象。虽然这七种作物不是先秦两汉时期种植作物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也最常见的谷

物种类。七种主要农作物中除高粱、小麦外，都是我国本土起源的（小麦起源尚有争议），它们

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即已被驯化、栽培或引种，驯化栽培的时间有先有后，发展的势头也各有不

同。对考古发现的先秦两汉时期作物遗存材料的收集是进行时空分布和组合情况研究的基

础，我们将这一时期主要粮食作物遗存的考古发现列为附表，对不同作物进行简单的说明。附

表所列材料尽管不全面，但还是有一定代表性，基本能够反映作物种植和推广的大致情况。附

表大致依时代早晚排列，同时代按地区排列。“时代”根据考古报告的认定，对报告中表述为

“新石器”但年代在夏商纪年范围的遗存也一样收入，时代跨度较大的取最晚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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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粟

粟是我国本土起源的作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粟作遗存八十余处，分布于陕西、河南、河

北、山东、江苏、山西、安徽、吉林、台湾、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湖北、内蒙古、辽宁、

黑龙江等地〔１〕。虽然有些省份目前未见报道，但从相近、相邻省份和大区域的形势看，这些地

方也应该有粟的种植。

夏商纪年范围出土粟遗存的遗址大大超出了黄河流域和北方其他地区。在台湾台南牛稠

子凤鼻头文化的贝丘遗址（公元前２５００－前１５００年）发现粟粒遗迹，据说在台中县清水镇牛

骂头遗址（凤鼻头上层文化）发现陶器上的谷子秆压痕，距今不超过３０００年〔２〕。湖南长沙马

王堆汉墓和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都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粟〔３〕。历史时期的农业在史前农业的

基础上持续发展，作物种植总量和产量的增长等都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字记载较多，在考古实

践中对农作物遗存的关注度反倒没有对史前高，但报道出土粟遗存的地点仍然遍布全国各地，

出土数量和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不但数量多，而且有的形态完好，提供了作物准确可靠的研

究材料。

（二）黍

黍和粟都是我国古代北方旱作农业的优势作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黍作物遗存三十多

处，分布于黄河流域及新疆、四川等地，出土地点远少于粟作物遗存，但在有的遗址中，黍的出

土量与粟不相上下，甚至多于粟，如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沟遗址，黍是优势作物〔４〕。夏商西

周时期，少数做过采样浮选的遗址都发现了黍。与粟等其他作物的出土一样，由于不需借助浮

选等手段也能发现完整的种子，汉代作物遗存的发现数量大增，揭示出汉代作物种植出现的新

形势。

从出土分布看，黍的种植没有粟广。长江以南地区尚未发现史前时期的黍，可能与黍耐旱

而不喜湿雨的特性有关。汉代长江流域的湖南等地区发现了黍。马王堆汉墓出土黍粒，呈长

椭圆形。广州汉墓陶瓮内有半瓮黍，椁室后角处亦有很多，大概是从瓮、罐中漂浮上来的，已炭

化成黑色。经华南农学院梁光商鉴定，为黍的籽粒〔５〕。也有人认为，这些可能与墓主人的身

份、籍贯或喜好有关，出土物有可能来自北方〔６〕。黍与粟有相似的生长环境要求，粟在四川、

云南、湖南、广西、台湾等地都有出土，不能都以外地人携入等方式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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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稻

中国是水稻起源中心，发现万年古稻遗存的地点就有浙江浦江上山〔１〕、江西万年仙人洞

和吊桶环〔２〕、湖南道州玉蟾岩〔３〕。目前在具体起源地上尚有不同认识，长江下游江南、长江

中游两湖、华南、云贵和江淮之间等几大区域都是早期稻作遗存或普通野生稻集中分布的地

区，也都曾是人们探讨稻作起源地所关注的地区。最近又有学者根据第四纪气候变化和古稻

出土及后世农业发展的连续性，推测澧阳盆地最有可能是中国稻作起源的中心〔４〕，与前述长

江中游地区有重合。我无意介入起源地的讨论，只是想从人们着眼的这些地区来说明，水稻是

我国南方地区的优势作物，早期水稻种植大都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

现稻作遗存的地点有一百五十多处，主要分布于南方地区，其出土次数大大超过北方地区优势

作物粟和黍，这虽然与人们对于史前考古中稻作的热情有一定关系，但也可以说明早期水稻种

植的形势。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水稻开始跨出江淮地区向北推进，历史时期即已成

为遍布全国的粮食作物，但主要的产区还是在南方。

夏至汉代稻作遗存发现的总次数没有新石器时代多，时代区间的大小和浮选等手段应用

的多少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作物存在同样的情况，因此，对历史时期谷物的种植情况不

能单看考古发现的次数和频率。四川成都金沙出土商末到西周时期的炭化稻谷２０１粒〔５〕。

湖北江陵纪南城陈家台遗址发现多处被火烧过的战国时期的稻米堆积，其中一处堆积面积

５．２５平方米，厚５－８厘米〔６〕。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西汉初期墓随葬陶仓内发现了四束形态完

整的稻穗〔７〕。荆州谢家桥一号西汉墓陶仓内底部有厚５．４厘米的稻谷〔８〕。湖南长沙马王堆

一号汉墓出土的稻有籼稻、粳稻、黏稻、糯稻，长、中、短粒并存〔９〕。出土的稻谷往往数量巨大，

形态完好。从分布上看，南方地区自不必说，北方的山东、河南、江苏（苏北）也是水稻出土较多

的地区，新疆也有汉晋时期的稻谷出土。新疆尉犁营盘墓地１９９５年发掘的三十二座墓中，有

十二座墓底或二层台以大麦草、稷草、稻草等铺盖，报告从营盘的环境条件和其有限的出土数

量推测这些稻“似为野稻”，但新疆师范大学生物系对出土作物遗存鉴定的结果有“稻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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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稻草“叶、茎保存完好”，是否野生稻也应该容易分辨，而且新疆也不是野生稻的分布区。

以当地出产的大麦、粟或黍的秸秆铺垫墓室要比取野生稻草来得容易，因此我认为，营盘墓地

出土的稻应该是传播来的栽培稻。

（四）麦

我国北方地区种植较广的主要是大麦和小麦。《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来是小

麦，牟是大麦。小麦是我国古代麦类作物中最重要的食粮，因此小麦遗存的出土地更广。从考

古发现看，小麦在我国的栽培至少有四千年的历史。

小麦是外来作物，在我国的种植稍晚。一般认为，大、小麦是距今一万年左右在地中海东

岸的黎凡特地区被首先驯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自西方传入我国。目前所见我国西部地区早期

麦作遗存的出土情况也成为大、小麦西来说的重要依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新疆巴里坤石

子河土墩遗址发现了炭化麦粒〔１〕。位于河西走廊的民乐六坝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炭化小麦粒，

形态完整，粒粒可数，且有清晰的胚部〔２〕。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民乐六坝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发现了小麦、粟、稷（黍）等作物的炭化籽粒，小麦的碳十四测年为距今４２００±２５０年（实验室编

号ＢＡ９２１０１）〔３〕。东灰山遗址大、小麦的发现引起学者的注意，就其年代问题曾有过激烈的

争论。据最近公布的十六个ＡＭＳ测年数据，东灰山遗址出土的小麦遗存均在公元前１６００年

前后，属四坝文化时期遗存〔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甘肃张掖西城驿二期发现了四千年前炭化小

麦、大麦、粟、黍等，处于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的过渡期，“是河西地区目前所见大麦和小麦出土

数量最多、年代最早者，这为大麦和小麦进入中国的路径及传入河西走廊地区的时间等研究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５〕。据说我国学者在西藏地区找到了本土说的生物学依据〔６〕，但未见

后续的研究和报道。

黄河中下游地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野生大、小麦的利用，如研究者通过对河南孟津寨

根、班沟出土的裴李岗文化晚期石磨盘微痕和残留淀粉粒的分析，确认当时已加工食用野生小

麦族的种子和薏米等〔７〕，但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明确的早期麦作遗存都是龙山文化晚期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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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头文化时期的。陕西武功赵家来、扶风周原王家嘴分别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小麦秆和小麦

粒〔１〕，河南禹州瓦店出土龙山文化时期的麦粒３８５颗〔２〕，新密新砦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到二

里头文化早期的小麦植硅石〔３〕，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地层中发现了炭化

小麦〔４〕，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龙山文化时期的小麦粒〔５〕，安徽蚌埠禹会出土龙山文化晚期的

炭化小麦〔６〕。各地龙山时代麦作物遗存的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是小麦推广的重要时期。龙山

文化晚期与四坝文化的时代大体相当，现在还不清楚龙山文化晚期各遗址出土小麦的驯化程

度以及与西北地区小麦之间的衔接问题。大、小麦虽然来自域外，但在我国传播和推广的速度

惊人，龙山时代已遍布黄河流域，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也是重要的麦作区。

战国到汉代，麦作进一步推广。许多遗址大、小麦同出，但以小麦最为多见，荞麦和大麦属

的青稞只见于新疆、西藏和西北地区的陕、甘一带。

（五）大豆

栽培大豆为我国本土起源，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大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要比粟、

黍和稻等原产中国的几种栽培作物晚得多，目前报道的时代较早的大豆遗存为新石器时代晚

期，如陕西扶风周原王家嘴龙山文化遗址〔７〕、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８〕出土大豆的驯化

时间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浮选发现的野生大豆比现在所知最早的人工豆类体积要小

得多，似乎还属于杂草类〔９〕。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我国迄今最早

的夏代炭化大豆和野生大豆，同现代大豆相比，皂角树大豆尚处于野大豆与现代大豆之间，为

一过渡类型〔１０〕。

关于我国大豆起源地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有东北、华北、华中、长江以

南以及多中心等说法。有学者通过对我国各地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比较研究，从生态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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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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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桂云、栾丰实、蔡凤书、于海广、方辉、文德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植硅体研究》，《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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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

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２００４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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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２００４年第９期。

周昆叔、叶万松、刘长江：《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２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
树》，１２８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质化学和种子蛋白电泳分析，认为我国大豆起源于以北纬３５°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１〕。

古文献记载结合大豆性状演化分析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南京农业大学

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盖钧镒院士带领的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栽培大豆起源和性状

演化的基因组学解析”，将大豆产区划分为东北、黄淮、南方几个地区，调查采集野生大豆，用分

子生物学的分析方法比较现生大豆和不同地区野生大豆之间的遗传距离，发现东北大豆与南

方（长江中下游）野生大豆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近。综合起来看，南方野生大豆与所有地区的现

生大豆遗传距离都近，用细胞核的遗传距离进行验证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国栽培

大豆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３〕。这个基于科学理论、通过技术手段得出的全新结论还需得到

考古资料的呼应，在大豆起源地的认定上，我们仍然需要遵从类似稻作起源研究中所坚持的最

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较早遗存的发现，二是野生种在同一地区的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

尚未发现汉代以前栽培大豆的遗存，考古发现的史前大豆遗存地点在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虽

然先秦两汉时期的大豆遗存南北方均有发现，但仍主要分布于上述两个地区。洛阳汉墓陶仓

上也多有“大豆万石”、“豆万石”、“大豆百石”等标识，部分陶仓内有大豆的实物〔４〕。大豆与

粟、黍等一样都是当地常见的作物。考古发现固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今天没有发现不能绝对

地说一定没有，但一直未见相关遗存，至少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即使有也应少之又少，把

这样的地方当作起源地讨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直到今天，在早期遗存发现较多的东北和黄河

中下游区仍是大豆的主要产区，这里自古就有适合大豆生长的优良环境。

大豆驯化栽培较晚，夏商时期的大豆尚处于推广普及的初期，又由于大豆含油率较高，不

易保存，考古出土的遗存相对较少。据于省吾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表示菽豆的字〔５〕。由此可

见，商代已然把菽当作与黍等作物一样的粮食了。周代文献也常将菽与粟、黍等谷物并列。

汉代大豆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食粮，种植的规模前所未有，虽然发现不多，但仍可用

其他出土材料补充说明。在洛阳汉墓出土的模型明器陶仓上写有“大豆万石”、“小豆万石”、

“黄粱粟万石”、“白粱粟万石”等铭文〔６〕；灵帝熹平二年（１７３年）张叔敬墓所出陶盆上的朱书

镇墓文中有“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７〕；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六十余枚，其中一枚为

“黄豆二斗木机一”〔８〕，均示墓主人在地下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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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１９６３年第２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春都花园小区西汉墓（ＩＭ２３５４）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转引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９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

熊长云：《“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大豆之外，汉代也多种小豆。虽然考古发掘的小豆遗存很少，但洛阳汉墓陶器文字中也常

见“小豆万石”字样〔１〕。文献称菽者多指大豆。小豆为 ，亦称小菽。《说文· 部》：“ ，小

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一四简有“小叔（菽）鹿胁白羹一鼎”〔２〕。《九章算术·粟米》：

“今有粟三斗少半升，欲为菽，问得几何？……今有粟四斗一升太半升，欲为 ，问得几何？”小

豆种类也多，其中最多见的是赤小豆。秦简多与他谷并列。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 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３〕《 胜之书》单列小

豆一项。

（六）麻

我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麻通常指大麻。栽培大麻起源于中国北部或中亚地区，它既是粮

食作物，又是纤维作物，在北方地区种植很广。麻籽含油多，也不易留存，考古发现的麻子遗存

较少。甘肃临夏东乡林家遗址出土马家窑文化的大麻籽〔４〕，是目前可以确定最早的大麻遗

存。青海民和官亭盆地出土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大麻籽〔５〕，年代距今约３６００－２６００年。

西北地区大麻的早期种植有明显的时间上的连续性，为大麻在西北地区的驯化或经由西北地

区传播路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麻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麻子和麻布遗存大都发现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衣

被原料主要来自种桑养蚕。河南新郑工农路一西汉晚期墓出土小陶壶上有用白色颜料隶书的

“麻子”，而壶中所装正是已经炭化了的麻子〔６〕。洛阳烧沟汉墓陶仓题记有“粟种”、“黍种”、

“稻种”以及“麻万石”等〔７〕。陈直谓洛阳陶仓上的“麻万石”“谓胡麻，即今日之芝麻”〔８〕。这

个说法值得商榷。芝麻是公元前二世纪才由张骞自西域带来，为油料作物，文献中并不与粮食

作物并列。考古发现大麻种子遗存的只有十处，但各地出土的麻布遗存也是大麻种植的直接

证据。

（七）高粱

传统认为，高粱起源于非洲，后由印度传入我国。西非、尼罗河流域—埃塞俄比亚（北非）、

东非是高粱起源的三个中心，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并形成不同地域特色的高粱品种，广泛传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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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７期。

张小虎：《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３期。报告文字提到辛店文化有大
麻，然附表中无。据齐家文化即有大麻，辛店文化有也是自然的。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３２２页，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１１２页，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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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等地。野生高粱（约翰草）在非洲中部至今还被作为牧草种植〔１〕。高粱传入我国的时间

和路线不明，传入后经长期栽培驯化，逐渐形成植物学形态和农艺性状都不同于非洲高粱的中

国种群。中国高粱又名蜀秫（黍）、芦粟、芦 、巴禾、荻粱、茭子、木稷等，因为有冠以“巴”、“蜀”

地名的叫法，故西南巴蜀地区被认为可能是最早种植高粱的地方。西晋张华《博物志》始有“蜀

黍”之名，距离高粱在中国的栽培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了。唐代始有“高粱”之名，陆德明《经典

释文·尔雅音义》：“按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以种来自蜀，形类黍，故有诸名。”

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推测，高粱在我国的栽培可以上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２〕，甚至根据

考古资料和先秦两汉文献，认为我国有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３〕。１９３１年，董光忠主持发

掘山西万荣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后来被鉴定为粟和高粱的炭化作物〔４〕。１９５７年佟

柱臣所指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彩陶和高粱、粟等〔５〕，说的可能也是十九世纪三十年

代的发现，具体情况未予说明。由于荆村遗址的内涵复杂，包含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的遗

存，标本出土层位不清，鉴定过程不明，时过境迁，又无实物为证，学者对荆村发掘引出的高粱

问题只好存疑，并对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５０００年）房基发现彩陶罐中的高粱

提出了质疑〔６〕，或认为大河村高粱是“靠不住的”〔７〕。１９８６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植

物遗传学专家李 等对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废渠道两侧剖面上的“灰土层”随机采

样，检测发现炭化作物小麦、大麦、粟、黍（原报告称稷）、高粱和核桃壳及烧焦的兽骨等。高粱

粒形接近球形，有的胚部可鉴，“应是中国高粱（Ａｎｄｒｏｐｏｇｏ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较古老的原始种”〔８〕。

但是，１９８６年以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对东灰山遗址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科学调查发掘，

发现炭化小麦、粟、黍等作物，均未提到有高粱〔９〕，致东灰山的高粱问题不了了之。经李 先

生鉴定的大河村“炭化高粱”，据最近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有着和现代野生大豆几乎完全相同

的种脐和胚根梢特征，而找不到与高粱类似的形态结构，可以明确地归于豆科植物的种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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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还无法确定其是否为驯化大豆〔１〕。

在人们关注早期高粱遗存的同时，很少有结合野生高粱进行研究的报道。中国农业科学

院品种资源研究所高粱组研究人员通过杂交实验做出结论：“中国高粱（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ｒｇｈｕｍ）几

乎所有品种与印度高粱（Ｉｎｄｉａｎ　Ｓｏｒｇｈｕｍ）的杂交后代结实率都低，有的根本不结实。”这说明

中国高粱同印度高粱无遗传进化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独立的祖本〔２〕。这个实验从根本上否定

了高粱自印度传入的路线，但并不能说明非洲三个或多个起源中心原生种同我国各地高粱之

间都没有亲缘关系。

过去笔者也倾向于中国高粱是本土起源的观点〔３〕，现在看来，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

明中国史前已经栽培高粱，更无法证明高粱是中国本土起源的。考古发现所支持的中国高粱

的种植历史始自商周。１９５７年，江苏新沂三里墩遗址西周文化层发现了燃烧成炭而外形保存

尚好的高粱秆，经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李扬汉教授鉴定，是高粱秆近根部。文化层中还发现

成堆的高粱叶的遗迹〔４〕。１９８０年，陕西长武碾子坡遗址先周文化层中发现了去皮的炭化高

粱，标本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资料见李毓芳论文的附记〔５〕。１９８７年，辽宁大连湾

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房基Ｆ３出土炭化高粱（与稻米共出），籽粒经沈阳农业大学多位专家共

同鉴定，年代为距今３０００年左右，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同类谷物〔６〕。１９９４年，辽宁本

溪望海楼出土青铜时代的炭化高粱〔７〕。１９５５年，河北石家庄庄村战国中晚期遗址，“在遗址

底部不同地点，发现有鸡蛋壳和炭化高粱各两堆”〔８〕。相对于汉代十几处墓葬或遗址出土的

高粱遗存，上述几例发现显得尤为宝贵，它们正反映出向汉代高粱种植期过渡的迹象。

两汉时期的高粱遗存并不算多。１９５５年，辽阳北郊三道壕西汉村落一号居址出土“被烧

而炭化了的高粱一小堆”〔９〕，这是汉代高粱遗存最早的发现，但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１９７６

年，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初期一号墓陶仓内发现了高粱〔１０〕。１９７５年，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期

砖室墓墓道中出土了十一件装满粮食的陶瓮，其中两件装有高粱，其余为粟、糜子（即黍）和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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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籽粒已空，外壳完好。高粱籽粒白色兼带橙色，形状与现代高粱相同〔１〕。洛阳烧沟汉墓

陶仓上有“粱万石”的铭记，夏鼐给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信中谈到，该仓内盛装的粮食经河北

农学院鉴定确认就是今日学名Ｓｏｒｇｈｕｎ　Ｖｗｌｇａｒｅｂｏｒｔ的高粱〔２〕。高粱在汉代已有“粱”之称，

考古发现解决了高粱作物的名实问题。《说文·米部》：“粱，米名也。”可以理解为粱是高粱米

之专名，而不会是米之总称或某种品质的米。段注改“米名”为“禾米”，以“粟中人（仁）”解之，

生无益枝节。“粱”字不自汉始，也见于先秦文献，虽然粱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还有其他的意思，

但当粱与其他的作物并举时指的应该是高粱。《周礼·天官·食医》：“凡会膳食之宜，牛宜 ，

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又《天官·大宰》：“三农生九谷。”郑玄引郑司农云：

“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后汉书·礼仪志下》：“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

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其中的粱便是高粱。高粱自先

秦时期即与常见谷物并列，成为汉代人心目中九谷之一，其生产的形势可以想象。

二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作物的推广

以上七种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除高粱外都在新石器时代驯化或传入。进入青铜

时代，高粱成为我国种植的谷物，在明代美洲作物引种以前的主要大田粮食作物大致齐备。先

秦两汉时期作物的种植史是认识以后农业发展的基础，除具体种植技术以外，作物的传播、推

广和品种组合（结构）演变也都是可以根据考古发现、利用考古方法进行考察的。

作物的栽培或引进有先有后，分布地区也因时而异，从考古发现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中，

可以发现各种作物种植、传播和发展演变的脉络。需要说明的是，考古研究重视存在也重视数

量，但由于遗存形式多样，遗存单位表述不统一（粒数、重量、体积或堆、团、片等），不利于遗存

数量的总体统计。一个地区同种作物发现的次数和数量强化了该作物存在这一事实，并辅助

说明作物在该地区某一时期的种植形势和地位。因此，对作物时空分布的考古学观察实际上

主要针对不同时段作物在不同地区存在情况的分析，存在情况发生的变化反映了作物随时间

而推广、传播或消减、转移的趋势和规律。尽管会有考古计划、发现机会和资源配置等因素的

影响，但在新中国六十多年考古积累的背景下，考古材料所反映的这类规律性认识应该是相对

准确的。

在各主要作物遗存发现的基础上，按省区和时代进行排比，其时空分布规律一目了然。由

于报告对遗存年代的判定或粗或细，列表时结合年代表述方式，分四个大的时段来容纳这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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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材料。前一时期已有的作物是后一时期作物类别的基础，一个时期新增的出土作物的地

点反映了该作物的推广情况。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前代已经开始种植的作物在接下来的时

期仍会在该地存续，只是种植的数量可能会有差异，因环境变化等原因退出的情况属于极少数

的个例。我们把已发现作物遗存、后代有缺环的情况归因于考古和浮选工作的投入力度问题。

照这样的思路梳理下来，各地遗存所揭示的作物时空分布和推广、传播情况可以列为表一。

　　表一 各时期作物遗存的分布地区

作物 夏商 西周 春秋战国 汉代

粟
陕西２、河南９、山东
１、甘肃１、新疆１

陕西１、山东１、吉林２、辽
宁１、内蒙古１、四川２、江
西１、云南１

陕西２、河南１、山东１、吉林１、
安徽１、湖北１、四川２、云南１

陕西８、河南８、山东３、北京１、江苏
４、安徽１、湖北５、湖南１、甘肃４、宁
夏１、新疆３、山西６、内蒙古１、四川
２、广西１、吉林１

黍

陕西１、河南４、河北
１、甘肃１、山东１、新
疆１

山东１、新疆１、江西１ 河南２、山东１、四川１、陕西１
陕西７、河南４、山东１、甘肃３、宁夏
１、内蒙古２、山西５、河北１、北京１、
江苏３、湖南１、新疆２、广东１

稻
河南９、江苏１、上海
１、广东１、山东１

江苏１、山东１、安徽２、四
川２、贵州１、湖北２、江西
１、云南１

陕西１、河南１、山东１、安徽１、
上海１、湖南１、湖北２、江西２、
浙江１、四川１、云南１

陕西４、河南４、江苏６、安徽２、河北
１、北京１、四川１、贵州１、湖北６、湖
南１、江西１、广东３、广西４、新疆１

麦
河南７、甘肃２、陕西
１、西藏１、新疆２

青海２、新疆２、山东１、云
南１

河南１、陕西２、安徽２、新疆２、
青海１、山东１、云南１

河南３、陕西４、甘肃２、山西１、江苏
１、湖南１、内蒙古１、新疆５

大豆
陕西１、河南２、山东
１

山东１、吉林１
河南１、陕西１、吉林１、山西１、
山东１

河南３、陕西２、甘肃２、贵州１、湖南
２、湖北２、北京１、广东１、广西１

大麻 河北１、山东１ 江西１、青海１
河南４、陕西１、湖南２、湖北１、广西
１、宁夏１

高粱 陕西１、河南１ 辽宁２、江苏１ 河北１
河南２、辽宁１、陕西３、内蒙古１、广
东１、山西２、江苏１

　　说明：地名后数字为出土次数。“商周”、“商末周初”的遗址归入西周，秦入战国；豆、豆类、黑豆并入大豆，麦入小麦；台
湾凤鼻头文化发现的粟遗存虽在夏商纪年范围内，由于未见后续报道，未收入。

　　表一只提供了我们了解不同作物遗存在各地、各时期发现机会的大小，这个发现机会当然

受到诸多情况的限制，但是种植得多，被后世发现的机会自然也大，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合理

的、有用的信息。表一清晰地反映出几个特点。

第一，几种主要作物种植地域不断扩大都是随时代发展而推广。按一种作物出现以后便

在下一时期持续种植来算，各种作物的种植地数量可列为表二。事实上各种作物实际种植的

地区数远不是表中所列的数字，但是前后种植地区的这些变化反映出种植地区的不断扩大和

种植数量不断增多的趋势，而粟、黍、稻、麦是分布最广且种植最多的作物。

第二，各种作物具体分布和推广、传播的形势与演变。首先看粟，陕西、河南、山东自夏商

到汉代都有发现，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直都是粟的主要产区。东北地区的吉林、辽宁和西南

地区的四川、云南是另外两个粟的重要产区。夏商时期粟已扩大到新疆，春秋战国向淮河流域

（安徽霍邱）推广。汉代华中地区的两湖和华南地区的两广也开始种植，粟已跨过长江，但在江

南地区并不是重要作物。

粟和黍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是北方地区相伴相随的旱地作物，它们有共同的生长环境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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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相同的农田杂草类型（黍亚型），种粟的地方

也会种黍，种黍的地方也可种粟，绝少例外，它们

的种植常常被合称粟作农业，只是种植量上往往

粟多黍少而已。发现粟作遗存的地区也大都有黍

作遗存，因此完全可以将此两种作物结合起来讨

论，上述粟的分布和推广的分析也符合黍的情况。

稻在新石器时代是南方地区的优势作物，新

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推广到北方多个地区。夏商至

战国，稻的分布地区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反映的还是在北方地区的推广方面。汉晋时期，

今新疆地区也有了水稻。过去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汉代我国南方地区普遍种稻，北方地

区、河西走廊以东、河套以南、燕山以北也都种植水稻〔１〕，也就是说，稻田遍及除东北三省、甘、

青、新疆、西藏以外的所有地区。现在看来，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已经引种了水稻，这可能与中央

政府的屯田有很大关系。当然，由于出土地点不连续，现在只能看作是点状的分布。

小麦来自西部，夏商时期在中原地区有了较多的种植，并在云南也出现了小麦（西藏的麦

应以大麦为主）。两周时期小麦向黄河下游（山东）和淮河流域（安徽霍邱）普及，汉代在长江以

南（长沙）也已开始种植小麦。出土情况反映，自夏商时期开始，小麦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

势，也一直是西域的重要作物。整个黄河流域都是小麦的主产区。

从遗存出土情况看，大豆从夏商时期到战国一直不断推广，汉代以前分布于东北（吉林）和

黄河中游地区（陕西、河南），汉代在长江以南、西南（贵州）和华南两广都见种植。汉代是大豆

推广和普及的时期。

大麻主要种植于北方。江西和两湖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都有了麻或麻织物。福建崇安武

夷山发现了距今３４００年的大麻布，这里与江西贵溪同属武夷山区，在大麻种植和利用上也同

属一区。江西靖安和湖北、湖南相近，又属一区。很可能两湖、江西和福建连片的地区早在东

周以前就已经种植大麻。广西地区也发现了汉代大麻遗存，说明传统的南桑北麻格局并不是

绝对的。大麻在汉代还是一些地区的五谷之一，地位甚至超过了稻。至于发现数量较少，当另

有原因。

高粱一直在北方种植，夏商时期大致从西北地区向黄河下游和江淮之间传播，汉代高粱在

整个北方地区有了很大的普及，但仍不过长江。广州汉墓出土的高粱籽粒是否属于当地种植

的作物还有不同看法。

第三，作物的传播呈现明显的规律性。将出土地点的分布参以出土的机会（次数），还可以

发现原已种植地区（老区）出土遗存多于新增地区，前者是作物种植的发达区和种子输出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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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作物推广、传播的一般规律。如新疆、陕西、甘肃、河南等地都是种植小麦较早的地区，小

麦遗存出土的机会（次数）明显多于江苏、湖南、内蒙古等地。

第四，作物的分布与人口形势相一致。遗存发现较集中的地方也正是当时人口比较密集

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提供的公元２年各郡、国、京城、皇陵和个别县的口户情况推算，黄

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在不到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上聚集了全国五千八百万

人口的三分之二，达三千八百多万，而长江流域以南除江苏、安徽两省，皆人口稀少，平均每平

方公里不到八人，东北的北部、西北的新疆、青海，西南的西藏、贵州和东南的福建等边地，每平

方公里还不到一人〔１〕。黄河中下游作物在不同时期的分布也都比较密集，汉代达到先秦以来

的第一个高潮。新疆除了粟、黍和与早期传播地有关的麦以外，没有其他早期作物，直到汉代

也没有大豆、高粱、大麻，而福建、黑龙江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先秦两汉时期作物遗存的报道。

这说明作物的分布推广以及种植数量是与人口的分布和人口密度相适应的，作物情况是人口

情况的真实反映。

虽然依靠考古材料揭示的历史实际基本可信，但有些情况也提醒我们，如对考古材料不加

具体分析，有时也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

在汉代考古中，稻作遗存的发现机会仅次于粟，如果算上种植水稻的田地模型以及能说明

稻作的图像和文字材料，有关稻作的考古资料当居汉代所有作物之首。这当然不能说明汉代

的水稻种植超过了粟类作物，地区分布和葬俗差异以及考古工作中浮选技术的应用与否等问

题亦应考虑。

从稻作遗存的情况看，汉代水稻种植区向北方扩大。不种水稻的地区不出水稻是容易理

解的，如西北地区不见从先秦到两汉时期有关水稻种植的记载，除陕西扶风王家嘴先周遗址和

新疆尉犁营盘汉晋墓地，其他地方都没有稻作遗存出土。居延汉简中的粮食种类有谷、麦、大

麦、小麦、 麦、 麦、糜、、黄米、秫、黄麻十一种，不见稻。汉简所记的 食标准用谷而不

用稻。又据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魏晋时的简文记居延边城屯田种植的作物有大麦、小麦、

禾等，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南方传统稻区有的省份如福建、湖南等地不见或

少有稻作遗存出土，与出土稻谷较多的河南、江苏相邻的山东也未见相关的报道，而这些地区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稻作业。云南有五次夏商时期的稻作遗存出土，而没有西周至汉代遗

存的报道。山东只有在做过浮选的高青陈庄和即墨北阡分别发现西周和周代（归入春秋战国

时期）的水稻，而汉代遗址未见出土。这其中汉代农业生产的实际当然应该考虑，但当今考古

工作的开展和是否采用浮选技术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另外，地方葬俗的特殊性也不容忽

视。河南洛阳汉墓多见陶仓或罐中存放粮食，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山东发掘的汉墓有七

千余座，目前发布的材料中，竟未闻发现粮食遗存的例子，便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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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的出土地主要在北方，这与北方的旱作传统是一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汉代墓葬及部

分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属西汉时期，东汉遗物很少〔１〕，这种情况应与葬俗的

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前期墓随葬粮食（食物）种类多，数量大，如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西汉

初期墓随葬陶仓内发现了四束形态完整的稻穗〔２〕，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稻、麦、黍（稷）、

粟、麻等十五种作物〔３〕，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稻、粟、大麻等二十种植物的种实〔４〕。

西汉后期，随葬粮食的风气明显衰退。汉代盛行厚葬之风，以墓中多用钱币、贵重器物及日常

生活用品为尚，葬俗自西汉中期逐渐发生变化，随葬品中模型明器增多，由原来的仓、灶、井推

广到碓房、猪圈、水田、池塘及鸡、狗等可以出产和增殖生活所需的食物的模型和俑类，反映了

人们随葬观念的变化。他们认为，将庄园中的全部动产、不动产都制成象征性的陶质明器纳入

墓中，比那些数量有限的珍贵器物更有意义，它们可以增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东汉时期的

摇钱树就是最好的例子，成千上万充塞墓室的钱币总有用完的时候，而一棵摇钱树可以生出无

穷的钱来。同样“稻米万石”也是有限的，而有了田地，自然就能年年不断地产出许多粮食来。

所以，东汉用田产随葬取代了不能再生产的动产，实质上是厚葬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

东汉由于丧葬观念的变化，用田地模型等明器代替粮食实物随葬，是墓中粮食出土变少的

根本原因。四川是稻作业的发达地区，但只发现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的一处稻作遗存（稻

壳）〔５〕，至东汉出现水田、水塘模型，就不用实物随葬了。既然一个时代的葬俗发生全面变化，

各类明器成为随葬品的主流，在其他不出现与稻作生产相关的明器的地区，自然也受风俗的影

响，很少再用粮食实物随葬。

西汉和东汉存续时间相当，而作物包括稻作遗存的出土情况却有很大不同，和对待前述稻

作遗存的地域分布一样，使用考古材料论及稻作业的发展时也应先作具体的分析。某类考古

材料的多与少不是简单的数字概念，它不只与今天考古工作的开展情况有一定关系，也涉及一

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化背景和丧葬礼俗的变化，要做具体分析。

三　作物组合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在农业生产中，一个地区作物的构成以及各主要作物种植的比例叫作种植结构或作物结

构，这实际上是一种作物的组合关系。考古学研究常常将墓葬中相伴出土的一组随葬器物称

为器物组合，一个地区的器物组合相对稳定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通过对器物组合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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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可以发现一地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以及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与交流、影响的具体细

节。我们也把一个时期以地区为单元的作物组成称为作物组合，借鉴（而不是生搬硬套）考古

学器物组合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对先秦两汉时期几个地区作物组合的演变进行系统的考察。

由于受考古发掘、取样地点和技术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各地作物遗存出土的机会并不均

衡，一个地区作物的出土次数（见表一）只能作为推断该地作物组合情况的参考，选取有浮选统

计或共出作物较多的地点进行讨论，以共出作物的出土概率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可以最大限度

地减小由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所带来的误差。根据概率优先原则，综合各种数据不但可以考

察作物组合情况，也可以给组合中几种作物按种植数量进行大致的排序。有的作物确已开始

种植而未在组合中出现，那虽是考古发现的缺失，但也说明其种植量少。河南、陕西、山东、安

徽、四川、云南等省份是能够根据考古材料进行讨论的几个相对理想的地区。

（一）河南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１．夏商时期　据表一统计，夏商时期作物的出土次数为粟９、稻９、麦７、黍４、大豆２、高粱

１。前五种作物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都有出土，其浮选结果见表三〔１〕。无论按出土粒数还

是出土概率，王城岗遗址出土的商代作物的排序都是粟、小麦、黍、稻、大豆。殷墟期没有发现

大豆，说明当时大豆的种植少，仍可按二里岗期的情况排在末位处理。

　　表三 王城岗遗址出土商代作物表

二里岗时期（１１份样品） 殷墟时期

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士概率％ 数量 占出土作物％

粟 １５３４　 ７９．７　 １００　 １０８　 ５９．３

小麦 １９１　 ９．９　 １００　 ６０　 ３３

黍 １６０　 ８．３　 ９０．９　 １３　 ７．１

稻 ２９　 １．５１　 ７２．７　 １　 ０．６

大豆 １１　 ０．５７　 ３６．４　 ０

　　说明：原报告统计时未将大豆计入，今将大豆加入重新计算各作物所占比例。报告没有提供殷墟期作物的出土概率。

　　出土概率要比出土的次数更能准确地反映作物种植的实际情况，综合河南夏商作物的发

现次数、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岗期（商代早期）和殷墟期（商代晚期）作物出土次数、出土概率，

可以将河南地区夏商时期作物组合顺序统一调整为粟、麦、黍、稻、豆。

２．春秋战国　河南没有明确属于西周时期的作物遗存。春秋战国时期作物遗存均为王

城岗遗址出土（表四），同样是粟、小麦、黍、稻、大豆。

３．汉代　汉代作物出土次数为粟８、黍５、稻４、麻４、麦３、豆３、高粱２、薏米２，洛阳西郊汉

墓出土作物为粟、黍、麦、大麦、豆、小豆、麻、白米〔２〕，西郊汉墓陶壶、陶仓的文字所见作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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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黍、小麦、大麦、大豆、小豆、麻、白米，洛阳

烧沟汉墓出土的作物粟、黍、大豆、麻、薏

苡〔１〕，烧沟汉墓陶仓文字所见作物粟、黍、小

麦、大麦、大豆、小豆、麻、稻（白米），洛阳西北

郊东汉墓出土作物粟、黍、薏米〔２〕，洛阳涧滨

汉代墓葬出土作物为粟〔３〕，涧滨汉墓陶仓文

字所见为粟、黍、麦、豆、麻、稻。综合各种资

料可知，河南作物的大致次序为粟、黍、麦（小

麦和大麦）、麻、稻、豆（大豆和小豆）、高粱。

由此可见，河南地区的作物组合从夏商到春秋战国基本没有变化，说明夏商到东周作物种

植结构基本稳定。值得注意的是，麦的种植可能超过了黍，这说明麦（包括小麦、大麦）早在夏

商时期就已呈现出推广的势头，与传统上汉代麦作开始推广的认识不一致。冯时通过卜辞中

大量的“告麦”例说明商代麦作农业已初具规模，当时殷历的正月名曰“食麦”，以食麦为岁首礼

俗〔４〕，与考古出土麦作遗存的情况也相符合。虽然河南没有先秦时期的麻籽出土，但据文献

记载，当时不但有麻种植，而且麻还是重要的粮食作物，没有发现的情况说明从种植数量上还

不如前述五种作物。尽管先秦作物组合、顺序没有大的变化，但其内部种植数量对比却在悄然

发生着改变，到汉代，黍的种植超过了麦，这可能与汉代人口增多、土地广为垦辟有很大关系。

为解决吃饭问题，以前不被看好的土地不断开辟为农田，而黍与麦相比，对田地的要求不高，适

合在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数量自然超过了麦。麻和高粱虽然不是新出现的作物，但此时真正

成为作物组合中的品种，而且麻成为比稻、豆更为普遍的作物，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是作物

组合、结构大调整的时期，种类增加，种植比例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二）陕西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１．夏商时期　遗存出土次数为粟２、黍１、大豆１、小麦１、高粱１。周原王家嘴出土先周作

物（粒数）为粟５８３、小麦１２０、黍９４、大豆３７、稻（龙山）〔５〕，其综合排序为粟、小麦、黍、大豆、

稻、高粱，大豆以下难分先后。

２．两周时期　西周时期遗存出土次数为粟１、麦１、麻１，春秋战国遗存出土次数为粟２、

麦２、黍１、稻１、大豆１。

３．汉代　汉代作物遗存出土次数为粟８、黍７、麦４、稻４、高粱３、大豆２、麻１。陕西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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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泉西汉墓出土陶瓮十三件，其中十一件

装满粮食（件数）：粟４、黍２、高粱２、青稞

１、荞麦１、大麦１〔１〕。赵志军对西安地区

二十三座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墓葬出土的

四十五件陶仓中的九个农作物品种进行鉴

定和分析，结果如表五〔２〕。

无论基于陶仓还是墓葬的统计都显示

了同样的结果，即各类作物的相对数量依

次为粟、黍、大豆、小豆、大麦、稻谷、大麻、

小麦、薏苡。大豆、小豆分居第三、四位，可

以把两者合并来看。大麦居第五，小麦较少，考古报告和文献所说的麦应该也包含大麦、小麦，

不妨合而计之，麦仍居豆之后。这样可以排序为粟、黍、豆、麦、稻、麻、薏苡。

这个结果与出土次数和咸阳马泉汉墓陶瓮显示的情况有较大不同，没有高粱，而豆的出土

机会较多。高粱是文献中记载较少的作物，参考西安汉墓陶仓内作物的发现情况，可以把它放

到后面。战国时期，大豆地位上升，文献常菽粟连言，至汉代应是重要作物之一。而据《汉书·

食货志》董仲舒上书武帝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

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

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夏商至战国，麦仅少于粟，正是“于五谷最重麦与禾”的表现。

而汉代“关中俗不好种麦”，令其位次下降，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否跌至豆之后则是需要斟酌的。

按出土次数和西安汉墓陶仓作物的统计，汉代排在前五位的作物还是相同的。陕西有高粱，也

不能忽视。综合考虑，可以采用赵志军的统计结果，再加进高粱，则汉代作物排序为粟、黍、豆、

麦、稻、高粱、麻、薏苡。

陕西的情形早期同河南基本相同，夏商以粟、麦、黍、稻、豆为基本组合，高粱比河南种植要

早。西周发现次数少，又没有浮选出土的作物组合可资比较排列，但都有粟、麦、麻出土，较夏

商时期多了麻。春秋战国时期与夏商时期相似，只是缺少高粱。到汉代，黍上升到第二位，大

豆种植明显增多，但能否超过麦还值得研究。因此我认为，汉代陕西地区的作物种植结构同河

南基本一样，不过陕西种植高粱可能要比河南多些，而且有青稞、荞麦、薏米的种植。

（三）山东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１．夏商时期　商代作物遗存出土于济南大辛庄，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的采样结果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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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１〕，按照概率优先原则，排序为粟、黍、稻、小麦、大豆、大麻。

２．西周时期　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粟、黍、小麦、水稻、大豆和稻，最多的是粟，共２４２６４

粒，其次是黍１４２粒。小麦虽然出土不多，所占百分比很低，但出土概率比较高，仅次于黍，远

高于大豆和水稻（表七）〔２〕。按出土概率将陈庄出土的作物排序为粟、黍、小麦、大豆、稻。

　　３．春秋战国　即墨北阡大汶口文化到周代遗址出土的作物，为便于观察前后作物的变

化，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出土情况也一并列出（表八）〔３〕。即墨北阡周代作物数量和出土概率

一致，排序为粟、小麦、黍、大豆、大麦、稻。

　　表八 即墨北阡遗址出土作物表

大汶口文化早期 周代

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士概率％ 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土概率％

粟 ３６　 ４２．９　 ２３．８　 ２０４３　 ５４．２　 ８６

黍 ４８　 ５７．１　 ３９．７　 ２２９　 ６．１　 ４０

小麦 １３９８　 ３７．１　 ８３

大麦 １９　 ０．５　 １０

大豆 ６９　 １．８　 １７

稻谷 １１　 ０．２９　 ５

３．汉代　汉代只有粟（２次）和黍（１次）两种作物出土，无法分析。

商代到西周，旱作的粟、黍、麦、大豆是山东地区常见作物的代表，粟为大宗，黍居第二，这

样的局面延续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种植形势。稻自龙山时代即已有较多种植，夏商有所增加，

但同其他作物比较可以看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稻仍是作物组合中较少的品种，而小麦地位不

断上升，周代小麦一跃成为第二位的作物，出土概率达８３％，大大超过了黍的地位，反映了小

麦大推广的形势。大豆、大麦、大麻也有种植，但还缺少种植高粱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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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安徽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安徽发现西周时期稻２次，春秋战国时期的麦

２次、稻１次、粟１次，汉代稻２次、粟１次，都表现

出以稻为首的种植结构。粟、麦都发现于长江以北

地区，位于淮河流域的六安霍邱遗址西周至春秋早

中期地层中出土的炭化稻、粟和小麦，可作为淮河

流域作物的代表（表九）〔１〕。霍邱遗址作物遗存从出土概率和数量都反映出稻、粟、麦的组合

次序。汉代稻发现２次，分别见于霍山西汉墓〔２〕和寿县东汉墓〔３〕，都处于淮河流域。粟１

次，发现于霍山西汉墓。在小麦种植更为普遍的时期，这里也不可能没有麦作，汉代淮河流域

的作物仍然继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组合和结构。《尹湾汉简集簿》载，东海郡“［侯］国邑居园田

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八］十□顷，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

园田总数单位应为顷，东海郡一年中有一半左右的农田种越冬小麦。尹湾西汉墓出土《集簿》

简牍的 Ｍ６埋葬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１０年）〔４〕，这个记录可以反映西汉中晚期淮河流

域及以北地区的小麦种植形势。

（五）四川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四川出土的西周时期作物次数为粟３、稻３，若按金沙遗址金牛区５号Ｃ地点商末周初和

西周时期地层出土作物数量，为稻１７１、粟５８〔５〕。春秋战国作物的出土次数为粟２、黍１、稻１、

大麦１。该时期作物还可以对照阆中郑家坝十二桥文化地层的浮选结果做进一步分析（表一

〇）。十二桥文化分布于川西地区成都平原，年代约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前６００年，阆中郑家坝遗

址所出作物情况代表了该地区商末至春秋中期作物种植形势，按出土数量和概率，粟都是占绝

对优势的作物，其次是黍和稻，同时种植大麦，但不多。

　　表一〇 阆中郑家坝西周至春秋中期遗址出土作物表

种子数量（粒） 占出土作物％ 出士概率％ 经千粒重换算后％

粟 ３０５０　 ８１．２　 ９８．３４　 ６６

黍 ５６３　 １８．４６　 ８３．９８　 １２

稻 １４２　 ３．７８　 ４８．０７　 ２２

大麦 １　 ０．０３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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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作者按粟、黍小粒作物同稻米用千粒重进行了换算〔１〕，三种作物的比重分别是粟

６６％、稻２２％、黍１２％，排列为粟、稻、黍。然而郑家坝遗址的黍是稻的近四倍，出土概率是稻

的１．７５倍，但折算后稻所占比重竟比黍多出了１０％。仔细想来，这个折算结果反映的应该是

其作为粮食的比重，就像人每月的口粮，其中面粉若干，大米若干，各占一定比重，不问粒数的

多少。出土概率重在揭示出土机会，反映的是当时的种植情况，种植广，出土的几率也就大，道

理很简单。如果要取得可供比较的更细致科学的数据，当时各作物的亩产情况、每穗粒数、重

量甚至每亩株数等都构成影响因素，这种折算要复杂得多。我认为，郑家坝遗址的作物出土概

率完全可以说明问题，当地作物组合顺序就是粟、黍、稻、大麦。这表明川西地区仍属以旱作为

主的农业区，但稻的种植同北方相比要多出很多。

汉代只发现粟（２次）和稻（１次），粟仍是主要作物，说明直到汉代，这里依然保持着旱作为

主的传统。

四川自西周到汉代都以粟为主要种植作物，只有西周金沙遗址金牛区５号Ｃ地点的浮选

结果反映了以稻为大宗作物的格局，可能反映的是金沙一个地点的种植情况，或者是采样浮选

的地点距离稻田或存稻区较近的缘故。十二桥文化郑家坝遗址中粟在农作物组合中占绝对优

势，其次是黍，稻的出土概率也达４８．０７％。汉代作物的出土次数也是粟多于稻。因此，四川

地区（主要是成都平原）旱作的粟一直都是优势的作物，稻是另一种重要作物，其次才是黍和大

麦等。

（六）云南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云南作物遗存的出土情况是，春秋战国稻１、粟１、麦１。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期遗址第

三次发掘出土的作物，按报告描述的多少排列〔２〕：一期（距今５０００－３９００年）为稻、粟；二期

（距今３８００－３２００年）为稻、粟、麦；三期（距今３１００－２５００年）为稻、粟、麦、稗。云南自夏商到

春秋作物组合的情况比较一致，以稻为主，粟次之，最后才是麦等。

（七）其他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吉林夏商作物为粟２、大豆２，西周为粟２、大豆１。春秋战国为粟１。西周到战国都有粟出

土，是粟作农业区，也是大豆种植较早的地区，可以代表东北地区的作物种植。

长江以南江西中部的新干牛城遗址商代到西周早期的建筑基址中浮选出稻、粟和黍的炭

化种子（表一一）。粟的数量虽然最多，但出土概率不及水稻的一半，黍只有２粒〔３〕，因此这里

的作物组合顺序为稻、粟、黍。春秋战国有稻（２次）和大麻（１次），汉代有稻（１次）。可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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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部地区以稻作为主，但粟作在商代西

周占有一定的优势。东周时期有大麻种植，

汉代仍以稻为主，其他作物的情况不明。

湖北出土西周稻２次，春秋战国稻２次、

粟１次，汉代稻４、粟５、大豆２次；湖南出土

春秋战国稻１次，出土汉代稻２、大豆２、粟１、黍１、麦１、大麻２次。可以反映两湖地区先秦至

两汉都以稻作为主，兼有旱作的粟类作物，东周以后也种大豆、大麻等。

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官亭盆地辛店文化地层发现了粟、黍和大小麦，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

为粟４３９、１００％，黍４８３、１００％，大麦６４、８８％，小麦１１、１２．５％，另有麻子出土，报告没有列举

数量〔１〕，应该很少。青铜时代甘肃官亭盆地作物组合为黍、粟、大麦、小麦，与黄河中下游地区

的陕西、河南、山东虽都以粟、麦为主，但内部结构有所不同，黍居第一，而大麦种植较多。

将以上分析结果整理为表一二。众所周知，前期有的作物，后期很难消失，因此，出土作物

少而不能前后连贯的情况大致可根据前期已有的作物补足。河南、陕西两地作物组合演变情

况一致，说明黄河中游地区自夏商起就是同一个作物分布区。黄河下游的山东同黄河中游基

本相同，种植作物的种类也大体相同，只是早期（夏商到西周）小麦的推广力度不大，种植时间

也晚于河南、陕西两地，可以看作是单独的作物区。如果从大的方面讲，也可以与黄河中游地

区连为一体，成为一个大的分布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只是大区之内小有差异。黄河上游地

区以甘肃为代表，作物种类与中下游大体相同，种植的内部结构即不同作物的数量有所差异，

大麦种植较中下游地区为多。

　　表一二 部分地区作物组合演变表

夏商 西周 春秋战国 汉 代

河南 粟、麦、黍、稻、豆 粟、麦、黍、稻、豆 粟、黍、麦、麻、稻、豆、高粱

陕西 粟、小麦、黍、稻、大豆、高粱 粟、麦 粟、麦、大豆 粟、黍、豆、麦、稻、高粱、麻、薏苡

山东 粟、稻 粟、黍、小麦、大豆、稻 粟、小麦、黍、大豆、大麦、稻 粟、黍

安徽 稻 稻、小麦、粟 稻、粟

四川 粟、稻 粟、稻、黍、大麦 粟、稻

云南 稻、粟、麦 稻、粟、麦

吉林 粟、大豆 粟 粟

江西 稻、粟、黍 稻、麻 稻

湖北 稻 稻 稻、粟、大豆

湖南 稻 稻、大豆、粟、麦、大麻

甘肃 黍、粟、大麦、小麦、麻

安徽长江以北地区代表淮河流域，先秦两汉时期一直以种稻为主，至迟到春秋战国，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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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张小虎：《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推广到淮河流域，形成稻、麦、粟的组合。

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则始终以粟作为主，兼种水稻，并有少量的黍和大麦，表现出旱作、稻

作兼营的形势。云南以稻为主，兼营粟、麦。

长江以南地区无疑以稻作为主业，但出土材料反映，有的地方（如江西、湖南等）以稻为主，

兼种旱作，甚至湖南在汉代已有麦、麻、大豆等北方作物。

四　余　　论

（一）五谷考述

农作物的时空分布和组合情况反映的是它们随时代变化而形成的布局与结构特点，从中

可以看出这几种主要作物在不同时期都存在地位的微妙变化，这实际上是它们与当时人们生

活密切程度的一种表现。常种常食和对解决温饱、丰富生活有重要意义的作物自然也是人们

经常提到和备受关注的，先秦两汉文献频繁出现的“五谷”概念就是典型的例子。

《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五谷龙日：子麦，丑黍，寅稷，辰麻，申戌叔（菽）。”《日书乙

种》：“五种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卯及戌叔（菽），亥稻。”〔１〕汉儒对五谷也

多有解释。《周礼·天官·疾医》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又《职方氏》郑玄注：“五

种，黍、稷、菽、麦、稻。”《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楚辞·大招》

王逸注：“五谷，稻、稷、麦、豆、麻也。”《范子计然》：“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东方多麦、稻，

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以五谷为麦、稻、麻、菽、禾（粟）。粗看禾中可能包

含了粟和黍，仔细体会，所言四方多者，东方麦、稻两种，中央强调的就是粟。据考，今传《范子

计然》为西汉时期假托范蠡所著〔２〕。

五谷究竟是哪五种谷物，众说纷纭，秦简“五谷”与郑玄同，“五种”与范子、王逸同，只是排

序有异。秦简按地支顺序述宜忌，范子按方位顺序排谷物，都可以不考虑排序对五谷的意义。

所以，综合对五谷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１．麻、黍、稷、麦、豆（秦简、郑玄）。

２．稻、黍、稷、麦、菽（秦简、郑玄、赵岐）。

３．稻、稷、麦、豆、麻（范子、王逸）。

这三种说法，除秦简文字，其他都是汉代人的解释，很可能只体现了汉代人的理解。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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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２３５、２３６页，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湖北云梦睡虎秦墓竹简出土于１１
号墓，《编年纪》记载秦昭王元年（公元前３０６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２１７年）秦统一战争间的大事及墓主生平经
历等，因此《日书》可看作是战国晚期到秦统一后指导生产、生活的宜忌用书。

赵九洲考订《范子计然》成书于武帝以后至两汉之际，很可能是新莽时期的作品。见《〈范子计然〉成书时间考》，《农业
考古》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秦文献及汉人注解主要着眼于黄河流域。《大招》所言“五谷”可能为江汉地区的常见作物，但

注者王逸为南郡（今湖北荆州地区）人，长期在京师洛阳为官，参加过《东观汉记》的编修，其经

历或对所注有所影响。五谷自先秦到两汉都是最常见且最重要的谷物，以上三种说法，共有的

谷物是粟（稷）、豆、麦，这是在秦简和汉人眼中取得共识的五谷中的作物。粟和黍似不必多论，

麦和菽在先秦文献中也已表现出其重要性。北方有的地方以粟、菽为主，有的地方以粟、麦为

主。秦律《法律答问》：“有 叔（菽）、麦，当出未出，即出禾以当叔（菽）、麦，叔（菽）麦贾（价）贱

禾贵，其论可（何）？当赀一甲。”应发给豆、麦而以价高的谷子来顶替，当罚一甲之资。粟要比

豆、麦贵。尽管豆的地位战国时期已明显上升，但还是排在粟之后。因此，粟（稷）、黍、豆、麦属

于五谷是毫无疑义的，主要问题在于五谷中是否包括稻和麻。我们可以通过考古发现观察分

析各地排在前五位的作物品种。

据表一二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地区作物组合中都没有麻，山

西也没有。河南的前五种作物是粟、麦、黍、稻、豆。陕西地区夏商时期的作物组合为粟、麦、

黍、稻、豆，春秋战国时期的作物出土很少，考古发现上有缺失，总共发现五次四种，即粟、麦、大

豆、麻，后三种各发现一次，应该结合夏商、汉代的作物情况来确定，大体也是粟、麦、黍、稻、豆。

山东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五谷为粟、麦、黍、豆、稻，与河南一样。所以，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

域（主要是中下游）的五谷是：河南、陕西地区为粟、麦、黍、稻、豆；山东地区为粟、麦、黍、豆、稻。

与秦简及郑玄、赵岐所注相同，只是顺序有异。

上述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作物组合，河南为粟、黍、麦、麻、稻、豆，陕西为粟、黍、豆、麦、稻、

高粱、麻、薏苡。河南无高粱、薏苡。山东发现的不全，只有粟和黍。汉人认为五谷没有高粱，

可以将其排除在五谷之外，如取前五种作物，则汉代五谷为：河南地区为粟、黍、麦、麻、稻；陕西

地区为粟、黍、豆、麦、稻。

陕西地区先秦时期的五谷同汉代一样，但顺序不同，也就是说，五种作物种植的比重发生

了较大变化。河南有麻无豆。《史记·天官书》云：“旦至食，为麦；食至日 ，为稷； 至 ，为

黍； 至下 ，为菽；下 至日入，为麻。”《汉书·天文志》所记同，五种作物中没有稻。故宫博

物院藏新莽始建国元年（９年）铜方斗四面模铸嘉禾图，有嘉禾、嘉黍、嘉豆、嘉麦、嘉麻，五种作

物与《史记》、《汉书》以及秦简五谷相同，这也应该是汉代的一种五谷观念。可见，春秋战国时

期黄河流域比较稳定的五谷组合到汉代发生了变化，它们是以粟、黍、麦三种作物为基础，加上

稻、麻、豆之中的两种而组成。五谷组合的变化可能在战国晚期到秦代已经开始，即云梦秦简

中所记“五谷”或“五种”，一种无稻，一种无豆。汉代五谷即使在黄河流域内也出现了结构上的

变化，但无论如何，粟、黍、麦都是五谷中最基本和稳定的品种。

以上考订的春秋战国和汉代的五谷，是按种植多少的顺序以及当时对人们生活的意义确

定的。需要说明是，第一，五谷绝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五谷的概念有时间性，时代不同，

重要粮食作物组合也有不同，列入五谷中的每一种作物前后地位多有变化，反映了种植结构的
—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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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五谷组合基本稳定，说明其时种植结构的相对稳定。第二，早期

文献中的五谷并不都是实指五种具体的谷物。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五种忌：丙

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种及获赏（尝），其岁或弗

食。”即有六种谷物。放马滩秦简“五种忌”则有八种。五谷只是多种谷物的统称，或是主要作

物的提炼。第三，先秦两汉文献中所说的五谷通常是以黄河流域的作物情况为代表的，特别是

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果把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拉到其他地区，如淮河流域，大

多不能符合。可见五谷既有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约定俗成的认识，也有随时间和地区的不同

所发生的变化，同时还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我们不能拘泥于五谷的数字对重要作物做一成不

变的理解。除了五谷，文献中还有“六谷”、“八谷”、“九谷”等多种说法，有实指，也有虚指，所列

当然也是常见且对人们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作物。

尽管九谷之名显示出比五谷更有包容性，但仍不能概括所有的作物，从某种意义上，我们

可以把五谷乃至九谷理解为重要的和常见的谷物，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对谷物的统称。然而，

根据对文献五谷和考古发现不同时期五谷种类的考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们

最常种植及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几种重要谷物的组成和变化，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农业发展

过程中对作物品种的选择问题，所以对于五谷的考释是有意义的。

（二）对农作物研究的认识

就粮食作物的种类来看，先秦至两汉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

不同作物品种的地位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人们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自觉选择形成的，也

就是说，作物的时空分布和组合的形成演变是人们对作物不断进行选择的结果。作物驯化为

栽培作物或被引进以后，一般种植会越来越多，分布也会越来越广，但并不是所有的栽培谷物

都始终保持着不断扩展的态势，有的作物种植会持续增多，也有的会因某些原因而出现消退的

趋势，这同样是选择的结果。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经验总结，人们最终从神农时代教民播种

的“百谷”中选出了最重要的几种谷物———五谷、六谷、八谷、九谷，即体现了这种对作物品种的

选择，为人们生产经验的结晶。这些选择虽是人为的和主观的，但也存在能动和被动之分。不

管哪种形式的选择都有其背后复杂的原因，主导这种选择行为的有种植技术的提高、地理环境

的变化、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的饮食趋向等，这些都是作物品种分布变化的重要条件。

不限于某一作物品种的分布和传播研究，考古发现使对农作物时空分布与组合演变的群

体考察成为可能。对各地共存作物及各作物出土机会的排列对比，可以看出不同作物在人们

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并找出各地作物构成或常见组合的演变和传播规律。相邻地区作物的构

成相同或者相近，可以连成一个大的作物区，以见作物推广的形势。因此，历史时期农作物的

考古学研究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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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各地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作物遗存表

时代 出土地点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二里头文化早期 河南新密新砦
谷子颖壳植硅石、水稻植硅石、小麦
颖片植硅石

《考古》２００７．３

二里头文化 河南驻马店杨庄 炭化稻粒 《驻马店杨庄》，１９１页

二里头文化 河南洛阳皂角树 水稻、小麦、粟、黍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３．１１．２１二版

二里头文化（距今
３６００±１５０年）

河南洛阳皂角树 粟、小麦、黍、稻 《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２．３．２２七版

二里头文化 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 炭化小麦 《华夏考古》２０１２．１

二里头三期文化 河南偃师二里头 麦穗图、水稻、高粱、大豆、谷子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１０７页

广富 林 文 化 （公 元 前
２２００－前２０００年）

上海广富林 稻米、葫芦、芡实等 《南方文物》２０１３．２

黑水国遗址（距今
４１００－３６００年）

甘肃张掖 炭化小麦、炭化大麦、粟、黍 《２０１３中国重要考古发现》，４４页

四坝文化（公元前１６００
年）

甘肃民乐东灰山 炭化小麦 《考古学研究》十

新石器 （公 元 前 １３７０
年）

西藏贡嘎昌果沟 青稞、小麦 《考古》２００１．３

新石器（公元前１６５０－
前１４５０年）

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 麦粒、黍粒 《文物》２００７．１０

商代 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 粟壳 《考古》２００２．６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 广东马坝石峡 炭化稻米、稻谷壳、稻草秆 《文物》１９７８．７

商代早期（二里岗期） 河南登封王城岗 炭化粟、黍、小麦、大豆、稻谷 《华夏考古》２００７．２

先周 陕西扶风周原王家嘴 粟粒、黍、小麦、大豆 《文物》２００４．１

先周（公元前１３８０－前
１１２０年）

陕西扶风周原齐家村 粟 《考古》２０１０．１

先周 陕西长武碾子坡 未去皮的炭化高粱 《农业考古》１９８６．１

商代 河北邢台曹演庄 黍、麻 《农业考古》１９８２．１

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 粟 《农业考古》１９８５．２

商代 河南安阳小屯 谷物 《考古》１９８７．４

商代 河南殷墟花园庄 谷粒 《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１．８．５七版

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 稻谷 《安阳发掘报告》四期，５７６页

商代 河南郑州白家庄 稻谷痕迹 《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７页

商代晚期（殷墟期） 河南登封王城岗 炭化粟、黍、小麦、稻谷 《华夏考古》２００７．２

商代 山东济南大辛庄 粟、黍、稻、小麦、大豆、大麻 《东方考古》第４集，４９页

商代 江苏东海焦庄下层 炭化稻粒 《考古》１９６０．６

商代至西周早期 江西新干牛城遗址 粟、稻、黍 《江汉考古》２０１５．３

商末周初 四川成都金牛区金沙 炭化粟、炭化稻粒 《南方文物》２０１１．３

西周 四川什邡桂圆桥 炭化粟、稻 《四川文物》２０１５．５

青铜时代（距今３１１５±
９０年，西周）

云南剑川海门口
粟壳、结成块的稻穗、炭化稻谷、稗
子、麦穗

《考古》１９５８．６；《考古》１９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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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表

时代 出土地点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西团山文化（距今３０００
年，西周）

吉林永吉杨屯 粟、大豆 《考古学集刊》（７），４８页

商周 吉林吉林市猴石山 粟 《农业考古》１９８３．２

距今３０００年（西周） 新疆巴里坤兰洲湾子 小麦粒 《农业考古》１９８９．１

青铜时 代 （距 今 ３０００
年，西周）

辽宁大连大嘴子 炭化高粱 《辽海文物学刊》１９９１．１

青铜时代（西周） 辽宁本溪望海楼 炭化谷粒、高粱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４．７．１７三版

商周（距今３３００－２９６０
年）

新疆哈密五堡 糜（黍）、麦 《中国文物报》１９８６．１１．２８二版

西周早期 江苏东海焦庄 粳稻籽粒 《文物》１９７５．８

西周 江苏句容浮山 粮食 《考古》１９７９．２

西周 江苏新沂三里墩 高粱秆、叶 《考古》１９６０．７

西周 青海都兰诺木洪 炭化麦粒 《考古学报》１９６３．１

夏家店上层（西周） 内蒙古赤峰大山前 炭化谷粒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９．２．７一版

西周 山东高青陈庄 粟、稻、黍、小麦、大豆 《考古》２０１１．２

西周 陕西长安沣西 炭化粟米粒 《考古学报》２０００．２

西周 湖北圻春毛家咀 粳稻 《考古》１９６２．１

西周 湖北汉川南河 大米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２

西周 贵州威宁中水吴家大坪 水稻 《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５．１．５一版

西周 安徽六安堰墩 炭化稻谷 《中国文物报》２００１．３．１４一版

西周晚期 安徽南陵葛林 炭化稻谷 《农业考古》１９８７．２

西周至春秋 安徽亳县钓鱼台 麦粒 《考古》１９６３．１１

辛店文化（距今３６００－
２６００年）

青海民和官亭盆地 炭化小麦、炭化大麦、大麻种子 《考古与文物》２０１２．３

青铜时代第三期（距今
３１００－２５００年，春秋）

云南剑川海门口 炭化粟、稻、麦、稗 《考古》２００９．８

西团山文化（距今２５９０
年，春秋）

吉林永吉大海猛 大豆 《考古》１９８７．４

西周至春秋早期 安徽霍邱堰台 炭化粟粒、炭化稻米、小麦 《霍邱堰台》，４８４页

十二桥文化（商末至春
秋中期）

四川阆中郑家坝 炭化粟、炭化稻、黍、大麦 《四川文物》２０１３．４

春秋 河南登封王城岗 炭化粟、黍、小麦、大豆、稻谷 《华夏考古》２００７．２

春秋 湖南澄县双堰 稻谷 《农业考古》１９９２．１

春秋 江西靖安李洲坳 稻谷壳、麻 《考古》２００８．７；《文物》２００９．２

春秋 新疆轮台群克巴 小麦穗、麦草、谷糠 《考古》１９８７．１１

春秋战国 新疆洛浦县山普拉 麦粒 《农业考古》１９８９．１

周代 上海广富林 稻米、稻谷壳、葫芦、芡实 《南方文物》２０１３．２

周代 山东即墨北阡 粟、水稻、小麦、黍、大豆、大麦 《考古》２０１１．１１

东周 陕西扶风周原王家嘴 粟粒、黍、小麦、稻谷、大豆 《文物》２００４．１０

战国 江西新干界埠 炭化粳米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２４４页

—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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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 吉林市猴石山 炭化谷物 《考古学报》１９９３．３

战国 四川荥经曾家沟 小米 《考古》１９８４．１２

战国 河南洛阳涧西 稷米 《考古》１９５７．３

战国中期偏晚 湖北荆门左冢 Ｍ１ 粟米 《荆门左冢楚墓》，１４３页

战国 湖北江陵纪南城陈家台 炭化米 《考古学报》１９８２．４

战国 山西侯马晋城 大豆 《考古》１９５９．５

战国 河北石家庄市庄村 炭化高粱 《考古学报》１９５７．１

战国 浙江舟山定海 稻谷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２

秦 湖北云梦睡虎地 稻谷壳、秆 《考古学报》１９８６．４

秦 陕西临潼秦俑坑 谷子、谷草 《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０．４

秦 陕西咸阳三号宫殿 麦穗图 《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０．２

战国至汉初 贵州赫章可乐 稻粒、大豆 《农业考古》１９８２．１

战国晚期至汉武帝初年 四川岷江上游 粟稷属作物 《考古学报》１９７３．２

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 四川西昌 稻 《考古》１９７６．５

西汉 四川汶川萝卜砦 粟稷类 《文物资料丛刊》（７）

汉代 四川成都 粟 《考古》１９５９．８

西汉前期 安徽霍山 粟壳、稻谷壳、稻谷 《文物》１９９１．９

东汉中期 安徽寿县马家古堆 稻谷 《考古》１９６６．３

西汉 辽宁辽阳三道壕 炭化高粱 《考古学报》１９５７．１

西汉
陕西西安汉长安城南郊

礼制建筑
高粱秆编扎的排架痕迹 《考古学报》１９５９．２

西汉 陕西西安 小麦、谷糠、稗子壳 《考古》１９５７．６

西汉 陕西咸阳马泉 谷子（粟）、糜子、荞麦、高粱、青稞 《农业考古》１９８６．１；《考古》１９７９．２

西汉 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
稻谷、小米、黄米、小麦、荞麦、油菜
籽、豆类

《文物》１９７７．１０；《农业考古》１９８６．１

西汉 陕西临潼骊山床单厂 谷壳 《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９．５

西汉 陕西咸阳阳陵从葬坑 谷子、糜子、小麦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３．ｌ．３一版

西汉
陕西秦都区渭城乡龚家

湾
似粟 《考古与文物》１９８７．１

西汉晚期 陕西西安三兆墓群 粟、黍、大麦、大豆、麻 《西安东汉墓》彩版三一，７

汉代 陕西西安 粟 《考古》１９６３．４

汉代 陕西西安市郊 白米（稻） 《农业考古》１９８７．２

汉代 陕西西安任家坡 黍、糯稻 《考古》１９７６．２

汉代 陕西宝鸡 糜、稻 《文物资料丛刊》（４），２３７页

东汉 陕西西安卷烟材料厂 粟粒 《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７．１

东汉末期 陕西眉县白家村 糜子 《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７．５

汉代 山西平陆 粟、麦糠 《考古》１９５９．９

汉代 山西平陆茅津 谷子（粟）、黍子、糜子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１

汉代 山西平陆寨头 谷子（粟）、黍子、糜子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１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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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山西平陆盘南 谷子（粟）、黍子、糜子、高粱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１

汉代 山西平陆西延 黍子、糜子、高粱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１

汉代 山西平陆七里坡 黍子、糜子 《农业考古》１９８４．１

西汉 河南新安铁门 大麦、麦、粟、黍、白米 《考古学报》１９５９．２

西汉 河南洛阳西郊汉墓
粟、糜、黍、麦、豆、小豆、白米、大麦、
麻

《考古学报》１９６３．２

西汉 河南洛阳涧滨 粟米 《考古学报》１９５６．１

西汉 河南洛阳烧沟 粟、黍、大豆、稷、麻、薏苡、高粱
《中国农业史研究》，２３页；《洛阳烧
沟汉墓》，１１２页

西汉
河南洛阳老城西北郊８１
号墓

粟、黍皮壳、薏米、高粱朽屑 《考古》１９６４．８

西汉 河南辉县铁路饭店 粟、稻 《中原文物》１９８６．２

汉代 河南辉县城北 粟、稻 《中国文物报》１９８５．１１．２０二版

汉代 河南博爱西金城 小麦、大豆 《华夏考古》２０１０．３

西汉晚期 河南新郑工农路 麻子 《河南考古四十年》，３２２页

新莽 河南洛阳五女冢 粟 《文物》１９９５．１

东汉 河南汉河南县城 炭化谷物 《中国文物报》１９８６．１ｌ．１７二版

西汉 河北满城 稻、黍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１２６、２８８页

西汉 北京丰台大葆台 粟、黍、稷、豆 《农业考古》１９９０．２

汉代 北京黄土岗 水稻 北京植物园藏

西汉 山东茌平南陈庄 粟壳 《考古》１９８５．４

西汉 山东临沂金雀山 粟、黍 《文物》１９７７．１１

西汉 江苏徐州奎山 谷子、稻子 《考古》１９７４．２

西汉 江苏徐州北洞山 谷物 《文物》１９８８．２

西汉 江苏仪征胥浦 粟 《文物》１９８７．１

西汉 江苏邗江胡场 小米、稻谷、高粱 《文物》１９８０．３

西汉 江苏邗江胡场 Ｍ５ 黍、稻谷 《文物》１９８１．１１

西汉晚期 江苏邗江甘泉 水稻、小麦 《文物》１９８０．１２

西汉 江苏连云港凌惠平墓 稻子 《扬子晚报》２００３．３．２１Ａ五版

西汉
江苏泗阳大青墩泗水王

陵
稻 《扬子晚报》２００３．３．２１Ａ五版

西汉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 稷、黍 《考古》１９７４．３

西汉 江苏连云港海州区 稷 《考古》１９７８．２；《文物》１９７７．１１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 豆 《文物》１９７４．７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
粟粒、小麦、大麦、黍、大豆、赤豆、麻
籽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下册，２２１页

东汉 湖南余家台子 粳稻粒 《湖南考古学辑刊》（２），２０７页

西汉 湖北江陵凤凰山 稻穗 《文物》１９７６．１０

西汉 湖北云梦大坟头 籼稻 《文物资料丛刊》（４），１５页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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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湖北荆州谢家桥 稻谷 《文物》２００７．９

西汉 湖北江陵 黑豆 《文物》１９７６．１０

西汉 湖北光化 小米 《考古学报》１９７６．２

西汉 湖北江陵凤凰山 粟（小米）、稻谷 《文物》１９７４．６

西汉
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６８号
墓

粟（小米）、大豆、黑豆 《考古学报》１９９３．４

西汉 湖北云梦 小米、稻草、稻壳 《考古学报》１９８６．４

西汉 湖北荆州萧家草场 粟米、稻 《文物》１９９９．６

西汉初期 广西贵县罗泊湾 粟、稻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８７页

西汉 广西梧州 豆类 《文物》１９７７．２

西汉 广西贵港三堆岭 稻谷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５．１１．１９一版

西汉 广西贵县风流岭 稻谷壳 《考古》１９８４．１

汉代 广西合浦 稻 《文物资料丛刊》（４），５３页

汉代 广东广州 黍、豆类残壳 《广州汉墓》，１８０页

汉代 广东广州 谷粉（籼） 《文物》１９７８．７

东汉早期 广东广州 稻、高粱 《广州汉墓》，３５８页

东汉 广东广州西村皇帝岗 稻谷壳、高粱 《考古》１９５８．８；《广州汉墓》，３５７页

西汉 甘肃敦煌马圈湾 谷子、糜子、大麦、小麦、青稞、豌豆 《文物》１９８１．１０

西汉 甘肃敦煌悬泉置 谷子、豆、大麦、小麦、青稞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２．ｌ．５一版

汉代 甘肃敦煌悬泉置 粟、糜子、大麦、豆 《文物》２０００．５

汉代 甘肃武威磨嘴子 糜子、荞麦 《考古》１９６０．９

西汉晚期 宁夏中卫常乐 麻子、谷子 《中国文物报》２０１２．１０．２６八版

汉代 宁夏盐池张家场 糜谷 《文物》１９８８．９

汉代 内蒙古乌兰布和 粟、高粱、荞麦、糜子、小麦 《考古》１９７３．２

汉代 内蒙古扎赉诺尔 糜子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７５页

汉代 吉林永吉大海猛 炭化谷粒、粟类 《考古学集刊》（５），２５２页

东汉 江西南昌 粳稻 《农业考古》１９８１．１

西汉 新疆于田圆沙 粟、麦 《考古》１９９８．１２

汉代 新疆楼兰故城 小麦、大麦粒 《农业考古》１９８３．１

汉代 新疆轮台着果特沁 粟、麦粒、青稞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１０页

汉晋 新疆尉犁营盘 粟、大麦、糜子、稻 《新疆文物》２００１．１

汉晋 新疆尉犁营盘 小麦 《中国文物报》１９９８．３．１１一版

汉晋 新疆民丰尼雅 糜谷、麦子、青稞 《文物》１９６０．６；《考古》１９６１．３

　　说明：早期的时代归属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０年）的“夏商周年
代表”。

—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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